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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 从附加值贸易视角重新审视出口对碳排放

的影响， 对我国实现 “双碳” 目标十分重要。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的面板数据， 验证了出口国内附加值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 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 美洲、 欧洲地区整体到达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提

升、 碳排放下降的阶段， 但是亚太地区尚未到达碳达峰出口拐点； 行业异质性分析

显示， 碳达峰出口拐点在农林牧渔业、 服务业、 采矿业、 制造业中依次提高。 本文

进一步探讨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碳排放关系的调节作用， 发现参与全球价值

链会整体降低碳排放， 但使碳达峰出口拐点右移， 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的提升会

使碳达峰出口拐点左移； 全球价值链前向关联、 后向关联在不同区域、 不同行业的

出口—碳排放关系中发挥差异性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碳减

排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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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环境挑战。 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发

布的 《全球能源评论》 数据显示， 全球能源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已经从 １８９９ 年的 １８ 亿吨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６０ 亿吨。 因此， 控制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碳减排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也

做出了庄严承诺和重大战略部署， 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争取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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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在促进世界 ＧＤＰ 增长的同时， 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后果。 在全球进

入以产业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分工时代

后， 国际贸易则加剧了碳排放的不均衡性， 导致少数贸易大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 管理经验以及

资本要素， 主要从事产品研发和品牌服务等清洁低碳的高附加值环节， 通过在发展

中国家建立工厂或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等方式替代国内生产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１］， 从而将碳减排的责任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余娟娟和龚同， ２０２０） ［２］。
ＧＶＣ 分工地位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 主要从事低附加

值率的加工制造环节和提供中间投入品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 这导致对化石燃料的

需求居高不下， 引起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大量排放， 使发展中国家成为 “污
染避难所” （余东华和张明志， ２０１６） ［３］。 表 １ 展示了 ２０２０ 年碳排放量①各国排名，
数据显示碳排放前十的国家也是全球主要的出口国， 这些国家出口总额占当年全球

出口贸易的 ４４􀆰 ５８％， 而其碳排放总额占全球的 ６７􀆰 ９％。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各国 ＣＯ２排放与出口贸易情况

排名 国家

ＣＯ２排放 出口贸易

占全球年 ＣＯ２

排放的比重 （％）
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占全球年出口

贸易的比重 （％）

１ 中国 ３０􀆰 ６５ ３４􀆰 ５０ １５􀆰 ２６

２ 美国 １３􀆰 ５４ ２３􀆰 ３７ ８􀆰 ４２

３ 印度 ７􀆰 ０２ ３７􀆰 ８７ １􀆰 ６２

４ 俄罗斯 ４􀆰 ５３ ４６􀆰 ０８ １􀆰 ９８

５ 日本 ２􀆰 ９６ ３１􀆰 ０５ ３􀆰 ７７

６ 伊朗 ２􀆰 １４ ５１􀆰 ３０ ０􀆰 ３０

７ 德国 １􀆰 ８５ ８１􀆰 １２ ８􀆰 １６

８ 沙特阿拉伯 １􀆰 ８０ ５０􀆰 ６０ １􀆰 ０９

９ 韩国 １􀆰 ７２ ６９􀆰 ２２ ３􀆰 ０２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１􀆰 ６９ ３３􀆰 １９ ０􀆰 ９６

总计 ６７􀆰 ９０ ４４􀆰 ５８

数据来源： ＣＯ２排放数据来自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２１； 商品出口贸易比重数据来自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关于贸易与碳排放， 现有文献大多基于贸易总额的视角， 研究贸易开放 （王
孝松等， ２０２２） ［４］、 进出口总额 （胡剑波等， ２０２０） ［５］ 等对碳排放的影响。 早期研

究认为二者存在一种或正或负的线性关系： 一方面， 国际贸易导致生产侧碳排放量

迅速增长， 进而带来总碳排放量的增长 （彭水军等， ２０１５） ［６］； 另一方面， 贸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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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碳排放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 １９９７ 年 《京都议定书》 规定了六种主要的温室气体， 根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 ２０１８ 年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 ７４􀆰 ５％， 即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主

要来源， 因此本文中的 “碳排放” 指的是二氧化碳排放。



放度的提高以及贸易引起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国际交流合作能够减少全球碳排放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７］。 随着对国际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深入研究， 一些学

者认为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 主要分为 “倒 Ｕ 型” 关系 （占华， ２０１７） ［８］ 和 “Ｕ
型” 关系 （吕延方等， ２０１５） ［９］。 然而， 在当前以生产环节国际分割为主要特征的

ＧＶＣ 分工体系中， 以贸易总值为统计口径的数据已无法真实反映各国的国际贸易

收益。 为此， 学者们提出更加真实的衡量指标———附加值贸易统计框架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１０］；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１］）。 已有研究显示， 基于附加值视角研究

贸易， 可能得出区别于传统贸易总值的结论 （刘瑶， ２０１６） ［１２］。因此， 在 ＧＶＣ 分工

体系下， 有必要从附加值视角重新审视国际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为各国政府

制定减排政策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 促进各国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十四五规划也提出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目标。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附加值贸易能否有助于碳减排， 成为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 确保 “双碳” 目标实现的关键。 本文深入探

讨了出口国内附加值和 ＧＶＣ 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 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
（１） 区别于以往研究的贸易总值视角，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统计框架， 更加准确

地考察了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 同时， 通过引入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二次项证实了

“倒 Ｕ 型” 关系的存在， 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 “倒 Ｕ 型”
关系依然稳健。 （２） 本文进一步揭示了 ＧＶＣ 对碳减排和碳达峰的影响机制， 讨论

了 ＧＶＣ 嵌入程度和 ＧＶＣ 嵌入位置对碳减排的直接影响， 以及对出口—碳排放拐点

的间接影响。 研究发现， 嵌入 ＧＶＣ 会普遍降低碳排放强度； ＧＶＣ 嵌入程度的提高

会使碳达峰出口拐点①右移， 而 ＧＶＣ 嵌入地位的提升会使拐点左移。 （３） 本文分

别对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出口附加值、 ＧＶＣ 嵌入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

究， 准确评估了各区域、 行业的碳达峰出口拐点。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一个话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便

来源于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争论。 学者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在开放视角下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１３］； 白俊红和

余雪微， ２０２２［１４］）。 现有文献表明， 国际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机制主要为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 国际贸易将通过扩大经济活动导致更高的污

染水平 （赵玉焕等， ２０２１） ［１５］。 相反， 技术效应表明， 国际贸易可以促进能源节约

型先进技术在国家之间的传播， 促进中间生产技术进步， 从而改善环境 （杜运苏

和张为付， ２０１２） ［１６］。 结构效应是指国际贸易可以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
进而影响环境 （赵玉焕等，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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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将 “倒 Ｕ 型” 关系中碳排放量峰值对应的出口规模称为碳达峰出口拐点， 其数学定义见后文的公

式 （２）。



从 ＧＶＣ 视角探讨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对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ＣＫＣ）
假说的延伸， 其影响机制如下： 首先， 在嵌入 ＧＶＣ 的初期， 一国利用成本比较优

势扩大生产规模， 出口增加。 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出口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出

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 如果该国在 ＧＶＣ 中的分工环节并未显著升级， 则在生产规

模扩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会增加碳排放 （谢
会强等， ２０１８） ［１７］，即规模效应。 其次， 随着出口附加值的提升， 发展中国家学习

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能源利用效率逐渐提高， 环保意识逐渐增强， 最

终减少碳排放 （Ａｓｓａｍｏ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１８］， 即技术效应。 最后， 随着技术和资本的

积累， 出口国由前一生产阶段的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转变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 ［１９］， 由生产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转

变， 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减少， 即结构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由于各国收入水平、 嵌入的区域生产网络具有差异， 因此 ＣＫＣ 假说具有明显

的区域异质性特点。 第一， 一国的收入水平越高， 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和环境规制水

平越高。 为了控制排污成本， 一些发达国家的污染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发

展中国家进行生产， 从而发达国家收入增长有利于减少碳排放； 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却使碳排放增加。 第二， ＧＶＣ 的贸易、 消费和生产网络有明显的

地理集聚特征， 当前 ＧＶＣ 网络已经呈现出 “三足鼎立” 的态势， 形成了以美国为核

心的北美区域生产网络、 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网络以及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网络

（鞠建东等， ２０２０） ［２０］。不同 ＧＶＣ 网络中的贸易、 消费和生产均存在差异 （戴翔等，
２０２２） ［２１］。相比较而言， 生产技术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已经越过了 ＣＫＣ 的拐点， 在经济

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碳减排； 而生产技术成熟度较低的国家还处于拐点之前， 经济增长

会增加碳排放。 第三， 现有研究也发现， ＣＫＣ 假说的成立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例如，
Ｓａｐｋｏｔａ 和 Ｂａｓｔｏｌａ （２０１７） ［２２］对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４ 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研究， 发现

ＣＫＣ 假说成立； Ｚｏｕｎｄｉ （２０１７） ［２３］对 ２５ 个非洲国家 １９８０—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使用多种回

归方法进行分析， 发现 ＣＫＣ 假说并不成立； Ｎａｒａｙａｎ 和 Ｎａｒａｙａｎ （２０１０） ［２４］发现在 ４３
个发展中国家中， ＣＫＣ 假说只有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才能成立。 因此， 区域特征使得

出口国内附加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此外， 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方式和贸易特征不同， 其碳减排的效果存在差异。

一方面， 从生产方式来看， 制造业是碳排放的主体， 作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对

象，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具有高污染、 高能耗的特征 （邵帅等， ２０１９） ［２５］， 其生产

过程中会消耗大量化石燃料， 随之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使得制造业生产对于碳减排

的效果有限， 甚至会增加碳排放量。 不同于制造业， 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且清洁的

行业特征 （赵忠秀等， ２０１３） ［２６］， 因而其出口更容易达到 “倒 Ｕ 型” 关系的顶点。
另一方面， 由于各工业行业的生产技术和能源消耗不同， 不同行业出口对碳排放的

影响强度与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 化学原料、 非金属矿制品、 黑色金属压延制

造业和纺织业 ４ 个行业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占总体工业碳排放的比例达到 ５０􀆰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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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鹏， ２０１０） ［２７］。 因此， 行业特征使得出口国内附加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异

质性。 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的 “倒 Ｕ 型” 关系在不同区域、 不同行业具

有差异性。
嵌入 ＧＶＣ 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规模效应、 竞争效应、 技术效应、 能源

效应等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规模效应是指参与 ＧＶＣ 分工的企业不仅拥有国内市

场， 也可以进军海外市场， 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增加企业的边际利润率， 提高企业

增加研发费用的可能性， 进而促进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 （Ｂø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２８］；
竞争效应是指一国企业参与 ＧＶＣ 生产时会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 这促使

企业提高效率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产业升级 （吕越等， ２０１７） ［２９］； 技术

效应是指嵌入 ＧＶＣ 的国家通过学习、 模仿、 吸收 ＧＶＣ 主导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达

到 ＧＶＣ 对技术的要求， 实现对现有技术的重新整合 （张少军和刘志彪， ２０１３） ［３０］。
除此之外， ＧＶＣ 嵌入还能通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两个途径对

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 （白俊红和余雪微， ２０２２）。 上述机制的存在说明， 嵌入 ＧＶＣ
能够减少碳排放。

虽然参与 ＧＶＣ 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 但是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冲击会影响

出口—碳排放的 “倒 Ｕ 型” 关系。 当参与 ＧＶＣ 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不足以抵消

负面影响时， ＧＶＣ 嵌入不利于一国产业转型升级， 低利润率的出口导致出口国内附

加值比率降低， 这将使碳达峰出口拐点右移。 一国在 ＧＶＣ 的嵌入位置对碳达峰出口

拐点的影响主要由上游嵌入和下游嵌入决定。 当一国以下游嵌入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生

产时， 其主要从事下游加工、 组装等污染较大的生产环节， 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 当

一国处于 ＧＶＣ 生产网络的上游时， 其主要从事的研发、 设计等环节具有附加值高、
低污染的特征， 这不仅有助于碳减排， 也有利于一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学习、 模仿、
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 将现有技术重新整合以提升生产率 （赵玉焕等， ２０２１），
促进其产品竞争力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 同时， 清洁生产技术可以从源头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 最终实现碳减排。 因此，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一国由 ＧＶＣ 下游

嵌入向上游嵌入转变有利于其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碳达峰出口拐点左移。 基于上述

分析， 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ａ： 一国 ＧＶＣ 参与度的提高会减少其碳排放。
假说 ３ｂ： ＧＶＣ 参与度的提高会增大碳达峰出口拐点 （即出口—碳排放 “倒 Ｕ

型” 曲线右移）， ＧＶＣ 嵌入地位的提升会减小碳达峰出口拐点 （即出口—碳排放

“倒 Ｕ 型” 曲线左移）。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为考察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对散点图进行线性与非

线性拟合。 线性关系的拟合优度为 １９􀆰 ７％， 非线性关系的拟合优度为 ２２􀆰 ０％， 非

４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线性关系的拟合度更高， 能够更好地反映二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胡宗义等

（２０１３） ［３１］的基础上， 引入国内出口附加值的二次项， 设定以下模型：
ｌｎｐｃｏ２ 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 β２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 β３ ｌｎ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

β４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 β５ ｌｎｐｇｄｐ２
ｉｔ ＋ β６ ｌｎｄｅｎｉｔ ＋ β７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γ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ｐｃｏ２ｉｔ表示 ｉ 国第 ｔ 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ｄｖａｅｉｔ表示 ｉ 国第 ｔ 年的出

口国内附加值； 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ｔ表示 ｉ 国第 ｔ 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ｐｇｄｐｉｔ表示 ｉ
国第 ｔ 年人均 ＧＤＰ； ｄｅｎｉｔ表示 ｉ 国第 ｔ 年的人口密度； ｆｄｉｉｔ表示 ｉ 国第 ｔ 年吸引的外

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γｉ代表国家固定效应， δ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代表随机误差

项。 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 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二）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碳排放指各国 （各行业） 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由于理论基础 ＣＫＣ 假说描述的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本文选择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ｌｎｐｃｏ２ｉｔ） 作为被解释变量。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表示出口国内附加值，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是其二次项。 出口国内附加值代表一个经

济体将使用国内投入所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增加值。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根据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 对出口额的划分， 将出口国内附加值分解为三部分： 直

接国内增加值、 间接国内增加值和再进口 （或返回） 国内增加值。 本文采用 ＯＥＣＤ
－ＴｉＶＡ 数据库提供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数据。 考

虑到被解释变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国家层面的数据， 本文将各国行业层面的出口

国内附加值加总到国家层面， 以解决数据结构不对应问题。
３􀆰 控制变量

（１）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 ｌｎ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一国的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

放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证实能源结构升级能够提高碳减排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
进而减少碳排放 （张伟等， ２０１６） ［３２］。 因此， 本文引入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

作为能源结构的代理变量， 预期其对碳排放存在负效应。
（２） 人均 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及其二次项 （ｌｎｐｇｄｐ２

ｉｔ）。 ＣＫＣ 假说认为人均 ＧＤＰ 与

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因此本文引入人均 ＧＤＰ 的一次项和二次

项， 检验 ＣＫＣ 假说在本文样本中是否成立， 预期人均 ＧＤＰ 的一次项对碳排放存在

正效应， 人均 ＧＤＰ 的二次项对碳排放存在负效应， 即 ＣＫＣ 假说成立。
（３） 人口密度 （ｌｎｄｅｎｉｔ）。 人口越密集， 人类活动越频繁， 对碳排放量产生的影

响越明显 （何文举等， ２０１９） ［３３］， 因此将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 具体

计算方法为各国总人口除以土地面积。 预期人口密度对碳排放存在正效应。
（４） 外商直接投资 （ ｌｎｆｄｉｉｔ）。 已有研究证实 ＦＤＩ 能够通过规模效应、 结构效

应、 技术效应等多种效应综合作用于碳排放 （郑强等， ２０１７） ［３４］， 因此有必要将

ＦＤＩ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框架， 以减少估计偏误。 本文以 ＦＤＩ 净流入来衡量一国

的 ＦＤＩ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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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最终选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 ６５ 个国家 （地区）① 为研究

样本。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出口国内附加值数据

来源于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

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碳排放的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根据第 （３） 列的结果，
出口国内附加值一次项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

为负， 说明出口国内附加值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的非线性关系。 在

加入绿色能源使用占能源消费的比重、 人均 ＧＤＰ 及其二次项、 ＦＤＩ 净流入等控制

变量后， 出口国内附加值一次项系数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依然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倒 Ｕ 型” 的非线性关系依旧成立。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人均 ＣＯ２排放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０􀆰 ５１９５∗∗∗ 　 ０􀆰 ３０１７∗∗∗ 　 ０􀆰 ７１１９∗∗∗ 　 ０􀆰 ４９５０∗∗∗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４６１） （０􀆰 ０４８０）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０）

ｌｎ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０􀆰 １８４７∗∗∗ －０􀆰 １９１５∗∗∗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１７）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０􀆰 ９３０２∗∗∗ ０􀆰 ８３３６∗∗∗

（０􀆰 ０６３９） （０􀆰 ０６６３）

ｌｎｐｇｄｐ２ｉｔ
－０􀆰 ０５３２∗∗∗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３６）

ｌｎｄｅｎｉｔ
０􀆰 ６３４５∗∗∗ ０􀆰 ６７１９∗∗∗

（０􀆰 ０６９４） （０􀆰 ０６９２）

ｌｎｆｄｉｉ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４４）

常数项
－３􀆰 ６４３１∗∗∗ －７􀆰 ８５５８∗∗∗ －４􀆰 ４８３３∗∗∗ －８􀆰 ５０６４∗∗∗

（０􀆰 １８２４） （０􀆰 ３９２２） （０􀆰 ２５９１） （０􀆰 ４１０８）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５３６ １ ４３１ １ ５３６ １ ４３１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６５２ ０􀆰 ３９７ ０􀆰 ６５８

注：∗、∗∗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是标准差的数值。 下表同。

６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①本文所选用的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具体为：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巴西、
文莱、 加拿大、 瑞士、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 捷克、 德国、 丹麦、 西班牙、 爱沙

尼亚、 芬兰、 法国、 英国、 希腊、 中国香港、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印度、 爱尔兰、 冰岛、 以色

列、 意大利、 日本、 哈萨克斯坦、 柬埔寨、 韩国、 老挝、 立陶宛、 卢森堡、 拉脱维亚、 摩洛哥、 墨西哥、 马

尔他、 缅甸、 马来西亚、 荷兰、 挪威、 新西兰、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

拉伯、 新加坡、 斯洛文尼亚、 瑞典、 突尼斯、 土耳其、 泰国、 美国、 越南、 南非。



控制变量方面， 绿色能源使用占能源消费比重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绿色能源的使用能够有效降低人均碳排放， 与预期相符； 人均 ＧＤＰ 一次项系

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之间呈 “倒 Ｕ 型” 关系， ＣＫＣ 假说在样本国家成立； 人口密度的系数在 １％水

平上显著为正， 与预期相符； ＦＤＩ 净流入在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共同作用

下， 回归系数不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ＵＩＢＥ－ＧＶＣ 数据库中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数据来替

代基准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并将其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进行匹配， 最终得

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 ６０ 个国家 （地区） 的数据样本， 以检验基准回归中出口国内附加

值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是否稳健。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第 （１）、 （２）
列。 无论添加控制变量与否， 出口国内附加值一次项系数都依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 二次项系数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的

“倒 Ｕ 型” 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２􀆰 样本缩尾处理

在数据统计测算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导致异常值的出现， 进而影响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 为了缓解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在 １％分位上进行双

边缩尾处理， 然后使用缩尾后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 表 ３ 第 （３）、 （４） 列的回归

结果显示， 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次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一次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依然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本文结论保持稳健。

３􀆰 处理内生性问题

在实证分析中， 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和不一致。 为

了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赵玉焕等 （２０２１） 的做法， 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策

略， 以出口国内附加值及其平方项的滞后一阶和滞后二阶作为当期出口国内附加值

及其平方项的工具变量。 为说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本文对所选择的工具变量进行

检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的值远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在 １０％水平

上的临界值， 说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 拒绝弱工具变

量假设， 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接下来，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表 ３ 第 （５）、 （６） 列为一阶滞后项的回归结果， 第 （７）、
（８） 列为二阶滞后项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 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
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次项系数依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一次项系数依然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再次验证了出口国内附加值与人均碳排放的 “倒 Ｕ 型” 关系。
至此， 假说 １ 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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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

项目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双边缩尾处理 一阶滞后项 二阶滞后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１􀆰 ３５２２∗∗∗ 　 １􀆰 １０２６∗∗∗ 　 ０􀆰 ６９０５∗∗∗ 　 ０􀆰 ４６７３∗∗∗ 　 ０􀆰 ７５０６∗∗∗ 　 ０􀆰 ５７９８∗∗∗ 　 ０􀆰 ８００４∗∗∗ 　 ０􀆰 ６９３５∗∗∗

（０􀆰 １２８９） （０􀆰 １１４８）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５４２） （０􀆰 ０５２２） （０􀆰 ０６４８）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０􀆰 ０３９２∗∗∗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４）

常数项
－８􀆰 ３２００∗∗∗ －１５􀆰 ７５５６∗∗∗ －４􀆰 ３５９２∗∗∗ －８􀆰 ３９３０∗∗∗ －４􀆰 ９４１１∗∗∗ －８􀆰 ５６６２∗∗∗ －５􀆰 ５１５４∗∗∗ －８􀆰 ７２３９∗∗∗

（０􀆰 ６７５９） （０􀆰 ９７５７） （０􀆰 ２５６４） （０􀆰 ４０７５） （０􀆰 ２７６１） （０􀆰 ４２７０） （０􀆰 ２９９７） （０􀆰 ４５１３）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１０％ ７􀆰 ０３ ７􀆰 ０３ ７􀆰 ０３ ７􀆰 ０３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４ ８６６􀆰 １４５ １ ２２４􀆰 ２１３ １ ７２２􀆰 ５９４ ３７６􀆰 ６１３

样本量 ６３６ ５６６ １ ５３６ １ ４３１ １ ４７２ １ ３７３ １ ４０８ １ ３１５

Ｒ２ ０􀆰 ４０６ ０􀆰 ７０１ ０􀆰 ３９７ ０􀆰 ６５６

（三） 分样本回归的异质性分析

１􀆰 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碳排放的区域效应

为研究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的差异， 本文对样本中

的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按照收入水平和所在区域进行划分： ＲＣＥＰ 成员国以及中国

香港地区划分为亚太地区， 其他国家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美洲、 欧洲、 中东和非洲

三大区域。 不同区域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美洲、
欧洲、 亚太地区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次项系数在 ５％以上的显著水平上为负， 一次

项系数在 ５％以上的显著水平上为正， 说明在上述地区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

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成立。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一次项系数显著为

负， 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为 “Ｕ 型” 关系。
虽然三个区域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均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但每

个区域 “倒 Ｕ 型” 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不同。 本文将碳达峰出口拐点界定为碳排放

一阶导数为零时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即：

ＴＣ
Ｄ ＝

􀆟（ｌｎｐｃｏ２ ｉｔ）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 ０， ｌｎｄｖａｅ∗ ＝ －
β１

２β２
（２）

如果出口国内附加值已经超过碳达峰出口拐点， 那么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将

降低碳排放； 如果出口国内附加值尚未到达碳达峰出口拐点， 那么出口国内附加值

的提高将增加碳排放。 表 ４ 的回归结果表明， 美洲、 欧洲、 亚太地区的碳达峰出口

拐点依次增加。 进一步地， 美洲和欧洲的碳达峰出口拐点位于样本取值范围内， 说

明美洲和欧洲整体已经实现碳达峰， 迎来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抑制碳排放的阶段；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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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亚太地区的碳达峰出口拐点大于样本最大值， 说明亚太地区目前的出口国内附加

值水平与碳达峰出口拐点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 ４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异质性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美洲 欧洲 亚太地区 中东和非洲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０􀆰 ４８８２∗∗∗ 　 ０􀆰 １７２６∗∗ 　 １􀆰 ４１９７∗∗∗ 　 －０􀆰 ５６１４∗∗ 　 ０􀆰 １１３６∗∗∗ 　 ０􀆰 ０８６１∗∗∗ 　 ０􀆰 ３９７３∗∗∗ 　 ０􀆰 ２０３８∗∗∗

（０􀆰 １２６１） （０􀆰 ０６９１） （０􀆰 １１０６） （０􀆰 ２６２０）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４５６）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２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ｌｎｄｖａｅ
取值范围

（８􀆰 ０５，
１４􀆰 ４８）

（７􀆰 １９，
１３􀆰 ９６）

（５􀆰 ７３，
１４􀆰 ４８）

（８􀆰 ５９，
１２􀆰 ８５）

（－１􀆰 ６１，
１０􀆰 ９３）

（－２􀆰 ３０，
１２􀆰 ６８）

（３􀆰 ８０，
１４􀆰 ２６）

（４􀆰 ６０，
１３􀆰 ８２）

碳达峰出口
拐点

１１􀆰 ００ １３􀆰 ４８ ２２􀆰 ５４ １０􀆰 ５１ ８􀆰 ２３ １０􀆰 ０１ ２３􀆰 ９３ ９􀆰 ７０

关系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样本量 ２１６ ６８１ ３２５ １１３ １ ４３１ １ ３９７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Ｒ２ ０􀆰 ７５４ ０􀆰 ６８６ ０􀆰 ８２２ ０􀆰 ８４６ ０􀆰 ６２７ ０􀆰 ６１８ ０􀆰 ６６７ ０􀆰 ６２８

２􀆰 细分行业的进一步考察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显示， 制造业的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最高， 为 １ ２３６􀆰 ８５ 亿

美元， 其次是服务业和采矿业， 分别为 ８９３􀆰 ２５ 亿美元和 ２４２􀆰 ３９ 亿美元， 农林牧渔业

的平均出口国内附加值最低， 仅为 ６１􀆰 ２１ 亿美元。 据此， 本文将行业划分为农林牧渔

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四大类， 并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 ４ 后 ４ 列所示。 四

大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均呈现 “倒 Ｕ 型” 关系， 碳达峰出口拐点从

小到大依次为农林牧渔业、 服务业、 采矿业、 制造业。 在本文样本中， 制造业的出口

国内附加值与拐点仍有较大的差距， 说明目前全球制造业出口的增加会带来碳排放

的增加； 而服务业碳达峰出口拐点 ９􀆰 ７ 已经包含在样本取值范围 （４􀆰 ６ ～ １３􀆰 ８２）
内， 说明目前服务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本文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回归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在制造业的 ９ 个细分行业中有 ６ 个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

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按照碳达峰出口拐点由小到大排序， 依次为运输设备业、
食品、 饮料和烟草业、 计算机和电子及电气设备业、 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业、 木材和

纸制品及印刷业、 有色金属及金属制品业， 而纺织、 服装、 皮革、 鞋帽制造业、 其

他机械设备业、 其他制造业和机械设备的维修和安装业这 ３ 个制造业行业中， 不存

在显著的 “倒 Ｕ 型” 关系。 至此， 从区域和行业差异角度， 假说 ２ 得到验证。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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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行业 ３ 行业 ４ 行业 ５ 行业 ６ 行业 ７ 行业 ８ 行业 ９ 行业 １０ 行业 １１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０􀆰 ２２４２∗∗∗ 　 ０􀆰 ０５４５∗ 　 ０􀆰 １４６８∗∗∗ 　 ０􀆰 ２８３３∗∗∗ 　 ０􀆰 １８０２∗∗∗ 　 ０􀆰 ０９７５∗∗∗　 －０􀆰 ０８４５∗∗∗　 ０􀆰 ０８４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２０９）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ｌｎｄｖａｅ
取值范围

（０􀆰 ８３，
１０􀆰 ９５）

（２􀆰 ０４，
１２􀆰 ３３）

（－２􀆰 ３０，
１０􀆰 １５）

（１􀆰 ２５，
１２􀆰 ３７）

（－１􀆰 ６１，
１１􀆰 ９７）

（－２􀆰 ３０，
１３􀆰 １９）

（－２􀆰 ３０，
１１􀆰 ９５）

（－２􀆰 ３０，
１２􀆰 ２４）

（－２􀆰 ３０，
１１􀆰 ７９）

碳达峰
出口拐点

１１􀆰 ６８ ２０􀆰 ３９ １９􀆰 ６７ ３０􀆰 ０３ １８􀆰 ０６ ６􀆰 ２９ ８􀆰 ４４

关系 倒 Ｕ 型 正相关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Ｕ 型 倒 Ｕ 型

样本量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０２ １ ４３０ １ ４３１

Ｒ２ ０􀆰 ６４１ ０􀆰 ６２６ ０􀆰 ６３８ ０􀆰 ６６８ ０􀆰 ６５０ ０􀆰 ６３２ ０􀆰 ６２７ ０􀆰 ６３１ ０􀆰 ６２１

注： 行业 ３ 是食品、 饮料和烟草业， 行业 ４ 是纺织、 服装、 皮革、 鞋帽制造业， 行业 ５ 是木材和纸制品及印刷业，
行业 ６ 是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业， 行业 ７ 是有色金属及金属制品业， 行业 ８ 是计算机和电子及电气设备业， 行业 ９
是其他机械设备业， 行业 １０ 是运输设备业， 行业 １１ 是其他制造业、 机械设备的维修和安装业。

３􀆰 不同时期的碳减排效果

为了检验 《京都议定书》 正式生效和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对全球碳减排的

积极影响， 本文将样本时间划分为三段： ２００５ 年之前、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之

后， 分时间段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京都议定书》 正式生效、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影响

项目
（１） （２） （３）

２００５ 年之前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之后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０􀆰 ０３５７ ０􀆰 ４５１４∗∗∗ １􀆰 ６７５８∗∗∗

（０􀆰 ０７８３） （０􀆰 １０２４） （０􀆰 ３７８１）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７１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１７４）

常数项
－２􀆰 ９４３１∗∗∗ －６􀆰 ０２９９∗∗∗ －１８􀆰 ４３３４∗∗∗

（０􀆰 ７５０２） （０􀆰 ８７９１） （３􀆰 ３９９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ｌｎｄｖａｅ 取值范围 （５􀆰 ７３， １３􀆰 ７６） （６􀆰 ８２， １４􀆰 ３１） （８􀆰 ２４， １４􀆰 ４８）

碳达峰出口拐点 ２４􀆰 ２７ １１􀆰 ８０

关系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样本量 ５９１ ５４８ ２９２

Ｒ２ ０􀆰 ４７０ ０􀆰 ５０１ ０􀆰 ４３９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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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京都议定书》 正式生效的 ２００５ 年之前， 各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一次项系数

和二次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即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并不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开始呈现 “倒 Ｕ 型” 的关

系， 但碳达峰出口拐点较高； 而在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 ２０１３ 年之后， 出口国

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 “倒 Ｕ 型” 关系的显著水平较之前有所提高， 且碳达峰出

口拐点较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有所降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中国政府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 推动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出台， 制定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
采取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能源结构， 提高节能能效， 增加森林碳汇， 开展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等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产业升级、 技术进步和 ＧＶＣ 嵌入位置

提升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提高了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比例， 减少了碳排放。 已

有研究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碳减排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沿线国家开

展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 “污染光环” 效应 （刘乃全和戴晋， ２０１７） ［３５］， 助推了沿

线国家的产业升级， 降低了创造同等规模增加值的碳排放。

五、 进一步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调节效应

（一） 模型设定和 ＧＶＣ 的测度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一国嵌入 ＧＶＣ 的程度与位置会对其碳排放的强度和碳

达峰出口拐点产生影响。 本文为进一步检验 ＧＶＣ 对出口—碳排放关系的影响， 在

式 （１） 的基础上引入 ＧＶＣ 与出口附加值的交乘项：
ｌｎｐｃｏ２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 α２ ｌｎｄｖａｅ２ｉｔ ＋ α３ ｌｎｄｖａｅｉｔ × ＧＶＣ ｉｔ ＋ α４ＧＶＣ ｉｔ

＋ α５ ｌｎ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 α６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 α７ ｌｎｐｇｄｐ２
ｉｔ ＋ α８ ｌｎｄｅｎｉｔ ＋ α９ ｌｎｆｄｉｉｔ ＋ γｉ ＋ δｔ ＋ εｉｔ

（３）
其中， α４ 衡量 ＧＶＣ 对碳排放的影响， α４ ＞ ０ 意味着参与 ＧＶＣ 会增加碳排放； α３

衡量 ＧＶＣ 对碳达峰出口拐点的影响， α３ ＞ ０ 意味着参与 ＧＶＣ 会使碳达峰出口拐点右

移。 本文分别使用 ＧＶＣ 参与度 ＧＶＣ＿ ＰＡ、 前向关联 ＧＶＣ＿ ＦＯ、 后向关联 ＧＶＣ＿ＢＡ 和

ＧＶＣ 地位指数 ＧＶＣ＿ ＰＯ， 从多个角度考察 ＧＶＣ 的调节效应。 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１􀆰 ＧＶＣ 参与度 （ＧＶＣ＿ ＰＡ）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３６］在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下构建了衡量一国在 ＧＶＣ 中参

与程度的指标：

ＧＶＣ＿ ＰＡｒ ＝
ＩＶｒ ＋ ＦＶＡｒ

Ｅｒ
（４）

其中， ｒ 代表国家， ＩＶｒ 表示 ｒ 国的间接增加值出口， 该指标衡量的是 ｒ 国从出

口的中间品经别国加工后又出口给第三国所获得的附加值， 即别国出口中包含的 ｒ
国价值增值； ＦＶＡｒ 表示 ｒ 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Ｅｒ 则表示 ｒ 国出口额。 一国参与

度越大， 表明该国参与 ＧＶＣ 的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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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前向关联度 （ＧＶＣ＿ ＦＯ） 和后向关联度 （ＧＶＣ＿ ＢＡ）
为了进一步探讨一国参与 ＧＶＣ 的嵌入方式及方向， 本文又将 ＧＶＣ 参与度指标

分解成 ＧＶＣ 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两部分：

ＧＶＣ＿ ＦＯｒ ＝
ＩＶｒ

Ｅｒ
， ＧＶＣ＿ ＢＡｒ ＝

ＦＶＡｒ

Ｅｒ
（５）

前向关联度用于衡量 ｒ 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对 ＧＶＣ 参与的贡献， 后向

关联度用于衡量 ｒ 国进口中间品对 ＧＶＣ 参与的贡献。
３􀆰 ＧＶＣ 地位指数 （ＧＶＣ＿ ＰＯ）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 认为， 即使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相同， 二者在 ＧＶＣ

上的地位也会存在差异， 因此进一步构建反映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

ＧＶＣ＿ ＰＯｒ ＝ ｌｎ（１ ＋
ＩＶｒ

Ｅｒ
） － ｌｎ（１ ＋

ＦＶＡｒ

Ｅｒ
） （６）

该指标越大， 表明 ｒ 国在国际生产链上所处的位置越靠近上游。
（二） ＧＶＣ 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 ７ 为引入 ＧＶＣ 指标及其与出口国内附加值交乘项的回归结果。 第一， ＧＶＣ
＿ ＰＡ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意味着 ＧＶＣ 参与度的提高会降低碳排放的

强度， 并且前项关联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略大于后向关联度。 在理论上， 参

与 ＧＶＣ 生产网络对一国的碳排放存在双重影响： 一方面， 许多环境保护强度较高

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将许多高污染产业向环境保护强度较低的国家转

移， 通过规模效应增加 ＦＤＩ 东道国的碳排放， 使其成为 “污染天堂”； 另一方面，
一国在参与 ＧＶＣ 生产时通过 ＦＤＩ 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其他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污染光环” 效应能够减少碳排放 （邵朝对等， ２０２１） ［３７］。 在经济发展水平、 人力

资本、 研发投入、 金融发展水平等达到一定的门槛值后， ＦＤＩ 的 “污染光环” 效应

将发挥主导作用， 最终降低碳排放 （郑强等， ２０１７）。 因此， 从长期来看， 通过规

模效应、 竞争效应和技术效应等， 参与 ＧＶＣ 会降低一国整体碳排放， 假说 ３ａ 得到

验证。 第二， 表 ７ 第 （１） 列也加入了 ＧＶＣ＿ ＰＡ 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交乘项， 其系

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随着一国 ＧＶＣ 参与度的提高，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

碳排放 “倒 Ｕ 型” 曲线的拐点右移。 这主要是由于 ＧＶＣ 的中间产品替代效应和低

端锁定效应使得低附加值的出口增多， 引起碳达峰出口拐点增大。 表 ７ 第 （２）、
（３） 列分别加入了 ＧＶＣ＿ ＦＯ、 ＧＶＣ＿ＢＡ 及交乘项， 结果显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均

引起碳达峰出口拐点增大， 对比系数后发现， 后向关联使得碳达峰出口拐点右移的

幅度更大。 表 ７ 第 （４） 列加入了 ＧＶＣ＿ ＰＯ 及其交乘项， 可见交乘项系数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随着一国 ＧＶＣ 嵌入位置的提升，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

“倒 Ｕ 型” 曲线的拐点左移， 碳达峰出口拐点减小， 即一国 ＧＶＣ 位置的提升能够

促进产业升级和碳达峰的提早实现。 至此， 假说 ３ｂ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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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ＧＶＣ的调节作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参与度 前向关联度 后向关联度 地位指数

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４２４６∗∗∗ ０􀆰 ４９０２∗∗∗ ０􀆰 ４２５５∗∗∗ ０􀆰 ４４６４∗∗∗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４９０） （０􀆰 ０４８５）

ｌｎｄｖａｅ２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１）

ＧＶＣ＿ ＰＡ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０５８）

ＧＶＣ＿ ＰＡ×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０５）

ＧＶＣ＿ ＦＯ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０７６）

ＧＶＣ＿ ＦＯ×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７）

ＧＶＣ＿ＢＡ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０５８）

ＧＶＣ＿ＢＡ×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５）

ＧＶＣ＿ ＰＯ ０􀆰 ０９６９
（０􀆰 ０８１５）

ＧＶＣ＿ ＰＯ×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０７３）

常数项
－７􀆰 ８２９２∗∗∗ －８􀆰 ３１０３∗∗∗ －８􀆰 ２７８０∗∗∗ －８􀆰 ６７４５∗∗∗

（０􀆰 ４４１２） （０􀆰 ４１１３） （０􀆰 ４３３１） （０􀆰 ４１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１ ４３１

Ｒ２ ０􀆰 ６６９ ０􀆰 ６６２ ０􀆰 ６６７ ０􀆰 ６６９

（三） ＧＶＣ 影响碳达峰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区域和行业的子样本中分别引入 ＧＶＣ＿ ＦＯ、 ＧＶＣ＿ＢＡ、 ＧＶＣ＿ ＰＯ 及其交

乘项以分析调节作用的异质性。
１􀆰 ＧＶＣ 参与度对碳达峰出口拐点的异质性影响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对碳减排和碳达峰在不同区域发挥了差异性作

用。 表 ８ 的回归结果显示， 美洲、 欧洲地区主要通过前向关联降低碳排放， 亚太地

区主要通过后向关联降低碳排放； 美洲地区的 ＧＶＣ 前向关联和亚太地区的 ＧＶＣ 后

向关联使得 “倒 Ｕ 型” 曲线向右移动， 即碳达峰出口拐点增大； 欧洲地区的前向、
后向关联交乘项系数不显著。 关于中东和非洲地区， 前文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已经

发现， 该区域不存在出口—碳排放的 “倒 Ｕ 型” 关系， 引入前向、 后向关联度及

其交乘项后，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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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不同区域 ＧＶＣ前后向关联度的调节作用

变量

美洲地区 欧洲地区 亚太地区 中东和非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前向关联 后向关联 前向关联 后向关联 前向关联 后向关联 前向关联 后向关联

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６４８５∗∗∗ 　 ０􀆰 ５５７４∗∗∗ 　 ０􀆰 １９１５∗∗∗ 　 ０􀆰 １４３５∗∗ 　 １􀆰 ４８８０∗∗∗ 　 １􀆰 ３９７７∗∗∗ １􀆰 １４８９ ０􀆰 ２６９１
（０􀆰 １４０９） （０􀆰 １２４０） （０􀆰 ０７３２） （０􀆰 ０６９９） （０􀆰 １１４７） （０􀆰 １０８３） （０􀆰 ６９４２） （０􀆰 ２７８２）

ｌｎｄｖａｅ２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７１７∗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１１５）

ＧＶＣ＿ ＦＯ －０􀆰 ０５８０∗∗∗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０７７ －０􀆰 １３８０∗∗∗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５２１）

ＧＶＣ＿ ＦＯ×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４７）

ＧＶＣ＿ＢＡ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７４７∗∗∗ ０􀆰 ０８７６∗∗∗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２０８）

ＧＶＣ＿ＢＡ×ｌｎｄｖａｅ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２）

常数项
１􀆰 ２４２９ １􀆰 ２４０９ ５􀆰 ８３３８∗∗∗ ６􀆰 １０９１∗∗∗ ０􀆰 １８９３ ３􀆰 ８１００∗∗ －１８􀆰 ２８１６∗∗∗ －１５􀆰 ６３７９∗∗∗

（１􀆰 ４３４２） （１􀆰 ６４０７） （０􀆰 ８９２０） （０􀆰 ８６５４） （１􀆰 ６１１８） （１􀆰 ６９４６） （２􀆰 ５６７５） （２􀆰 ７９７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６ ２１６ ６８１ ６８１ ３２５ ３２５ １１３ １１３

Ｒ２ ０􀆰 ７７０ ０􀆰 ７７２ ０􀆰 ６８８ ０􀆰 ６８９ ０􀆰 ８２６ ０􀆰 ８４０ ０􀆰 ８８４ ０􀆰 ８９７

不同行业的回归结果①显示， ＧＶＣ 前向关联度的提升在所有行业都有利于碳减

排， 但 ＧＶＣ 后向关联仅在制造业有利于碳减排。 对比碳达峰出口拐点发现， 农林

牧渔业和服务业仅 ＧＶＣ 后向关联度的提升使得 “倒 Ｕ 型” 曲线向右移动； 采矿业

和制造业 ＧＶＣ 前向、 后向关联度的提升均使 “倒 Ｕ 型” 曲线向右移动。
２􀆰 ＧＶＣ 嵌入位置对碳达峰出口拐点的异质性影响

从区域层面来看， 美洲和欧洲地区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及其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美洲和欧洲地区已经到达出口—碳排放的下降阶段， 并且这些高收入

水平的国家已经处于 ＧＶＣ 的上游， 因此 ＧＶＣ 的嵌入位置没能产生调节效果； 亚太

地区嵌入地位的提升使得 “倒 Ｕ 型” 曲线向左移动， 即碳达峰出口拐点减小， 说

明亚太国家 ＧＶＣ 地位的提高能够促进其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减排； 中东和非洲地

区嵌入地位的提升使得 “倒 Ｕ 型” 曲线向右移动， 碳达峰出口拐点增大。 从行业

层面来看， ＧＶＣ 地位指数的提升会使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倒 Ｕ 型” 曲线同时向左移动， 即碳达峰出口拐点减小。 从影响效应的大小来看，
ＧＶＣ 地位的提升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碳达峰出口拐点的影响尤为明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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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不同行业的回归结果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

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ＧＶＣ 地位指数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查阅同前。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ＧＶＣ 视角， 利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 ６５ 个国家 （地区） 的面板数据， 检

验了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之间的 “倒 Ｕ 型” 关系， 分析了不同区域、 不同行

业、 不同时期的碳达峰出口拐点， 并探讨了 ＧＶＣ 对出口—碳排放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出口国内附加值与碳排放存在 “倒 Ｕ 型” 关系， 在更换核心

解释变量， 进行双边缩尾处理和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后， “倒 Ｕ
型” 关系依然稳健。 第二， 不同区域、 不同行业的出口—碳排放 “倒 Ｕ 型” 关系具

有异质性， 美洲、 欧洲地区整体到达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促进碳排放下降的阶段，
但亚太地区尚未到达碳达峰出口拐点； 四大行业的出口—碳排放均为 “倒 Ｕ 型” 关

系， 按照碳达峰出口拐点从小到大排序， 依次为农林牧渔业、 服务业、 采矿业、 制造

业； 在制造业的 ９ 个细分行业中， 有 ６ 个细分行业通过了出口—碳排放 “倒 Ｕ 型”
关系检验。 第三， 在 ２００５ 年 《京都议定书》 正式生效后， 出口与碳排放开始出现

“倒 Ｕ 型” 关系， 并且在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碳达峰出口拐点左移，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各国所采取的碳减排措施是有效的。 第四， 嵌入 ＧＶＣ
会整体降低碳排放， ＧＶＣ 参与度的提升使碳达峰出口拐点右移， 而 ＧＶＣ 嵌入地位

的提升使碳达峰出口拐点左移。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推进 ＧＶＣ 升级， 加快实现出口碳

达峰。 在嵌入 ＧＶＣ 的过程中， 我国应增强高端零部件生产能力， 警惕替代效应和低端

锁定效应， 提升价值链嵌入地位； 发挥 ＧＶＣ 对碳达峰出口拐点的正向调节作用， 促进

出口碳达峰尽早实现， 通过产业升级发挥出口国内附加值对碳减排的作用， 最终实现碳

减排目标。 第二， 突破关键技术， 发展循环经济。 将制造业作为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和

碳减排的突破重点， 外包简单的产品组装和加工环节， 加快淘汰落后的污染生产技术；
提高数字化和自动化生产能力， 发挥其他行业的服务作用， 最终逐步降低整体碳排放水

平。 第三， 积极践行低碳排放， 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应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清洁技术的

溢出， 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环境治理方案， 积极构建由中国主导的低碳区

域价值链体系； 抓住 “一带一路” 这一契机， 开展对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 凝聚全球

共识， 与各国共同应对当前严峻的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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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何文举， 张华峰， 陈雄超， 等 􀆰 中国省域人口密度、 产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基于集聚经济、

拥挤效应及空间效应的视角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２）： ２０７－２２５􀆰
［３４］ 郑强， 冉光和， 邓睿， 等 􀆰 中国 ＦＤＩ 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７ （４）： ７８－８６􀆰
［３５］ 刘乃全， 戴晋 􀆰 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ＯＦＤＩ 的环境效应 ［Ｊ］ ． 经济管理， ２０１７ （１２）： ６－２３􀆰
［３６］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Ｗ， Ｗ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Ｇｉ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Ｄｕｅ：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Ｇｌｏｂ⁃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Ｎｏ􀆰 １６４２６􀆰
［３７］ 邵朝对， 苏丹妮， 杨琦 􀆰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环境效应： 来自中国的证据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１ （３）： ３２－６０􀆰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ＬＩＵ Ｙ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ＧＥＮＧ Ｙ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ＧＶＣ），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
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６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ＤＶＡ）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ＶＡ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ＶＣ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ＶＣ ｈｅｌｐ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ｕｔ ｓｈｉｆ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ＶＣ􀆳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ｉｆ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ｏｆ ＧＶＣ ｐｌａ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Ｖ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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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